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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猿社科窑视点

□孙国东

关心中国教育和中国学术
的人可能都注意到了晚近以来
的“高研院现象”：大约自复旦
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
下简称“复旦高研院”）成立的
2008年开始，各种形态的“高等
研究院”或“高级研究中心”如
雨后春笋般在中国著名高校建
立起来———在《中国学术规范
化讨论文选》修订版序言中，复
旦高研院院长邓正来将这一现
象解读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
学术规范化的一种新的努力方
向”，即“从对知识生产机制的
批判到对新型知识生产机制的
建构”。在这样的背景下，解读
复旦高研院的学术理念在某种
意义上就成为我们认识中国
“高研院现象”的一个突破口。
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解读复
旦高研院呢？在我看来，由商务
印书馆最近推出、邓正来主编
的两本“讲演录”———即《世界
社会科学高级讲坛讲演录》和
《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讲演
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较
好的分析范本。

我的这一判断的主要依据
在于：这两本“讲演录”不仅是
复旦高研院两个着力建设的品
牌性讲坛———“世界社会科学
高级讲坛”和“中国深度研究高
级讲坛”———的讲演录，而且承
载着邓正来意欲引领中国社会
科学实现“知识转型”的学术担
当。
在邓正来的理解中，所谓

的“知识转型”其实是一场试图
对抗中国社会科学唯西方化、
唯学科化、知识地方主义等倾
向以及由此带来的欠缺世界视
野和中国关怀、缺乏文化政治
担当、无力走向世界等弊端的
学术革命。从历史性的角度看，
知识转型指向了自觉提升中国
社会科学自主性的自我革命意
识，它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要
从此前的引进（即晚清以降绵
延至今的“知识引进运动”）、复
制（即 20世纪 90年代开始的
复制西方理论创新模式的尝
试）与国际接轨（即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在学术规
范、学术建制等方面与国际全
面接轨）的历史阶段，迈向与国
际学术界进行实质性对话的新
的历史阶段，即走向世界的阶
段。

从共时性的视角看，知识
转型则标识着自觉捍卫中国社
会科学自主性的身份意识，它
意味着：我们要深刻认识到社
会科学知识的“话语”实质，努
力在全球化时代建构符合中国
文化政治担当，即符合中国人
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身份的社会
科学理论，进而积极参与到全
球化时代的“话语争夺”中去。
由此可见，经过知识转型，中国

社会科学工作者就有可能从西
方社会科学的“前反思性”的
“消费者”转变为世界社会科学
理论的“生产者”。借用裴宜理
的话来讲：“中国研究就有可能
从一个‘消费领域’（依靠来自
其他国家的研究来获得分析的
洞见）成长为一个‘生产领域’
（即有能力产生出令一般比较研
究者感兴趣的原创性分析）。”

有了这样的理论背景，我们
就可以把“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
坛”和“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
坛”以及这两本讲演录视为复旦
高研院自觉践履“知识转型”时
代学术使命的具体体现及成果。
正如邓正来在序言中指出的：
“‘知识转型’不仅是我们创立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的一个主要背景，更是我们设计
和开展高研院各种学术活动的
一个主要理论依据。”

“知识转型”时代的
“知识引进运动”

不言而喻，《世界社会科学
高级讲坛讲演录》主要承载的是
知识引进的学术使命。邓正来在
“知识转型”时代仍然主张继续
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知识
的主要理由在于：第一，相对西
方而言，中国社会科学不仅仍处
于整体落后的局面，而且就对全
球化时代世界秩序、世界体系、
世界结构和主体性中国等问题
的认识而言，西方社会科学仍是
我们的重要理论参照。第二，只
要我们不把西方社会科学当做
我们研究的判准，而只是将其视
为认识中国问题的参照———换
言之，只要我们以“中国”为思
想根据，否弃对西方社会科学的
前反思性接受、非语境化移植等
倾向，我们就可以在坚持中国社
会科学开放性的同时保有其自
主性。由是观之，“知识转型”时
代的到来绝不意味着“知识引进
运动”的终结，它毋宁意味着那
种视西方社会科学为中国社会
科学之判准的知识引进阶段的
终结。

进一步言之，在“知识转型”
时代，我们既要否弃为邓正来一
直批判的那种以西方理论“裁
剪”中国现实的“前反思性接
受”、“学术消费主义”倾向，也
需戒绝为黄宗智等论者所着力
批判的“中西对立”的二元化思
维。这是因为：在全球化时代，
“西方”和“中国”早已不是两个
毫无交集的政治实体，“西方”
早已内在于“中国”之中了。在
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社会科学理
论建构所依凭的思想资源只能
是切己的，而不是排他的。只要
具有解释力，包括西方社会科学
在内的任何理论都应当成为我
们认识和理解中国问题的思想
资源。
《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讲

演录》恰恰为我们提供了解读上
述学术使命的范本———尽管它
尚不完善。该书收录了西方知名
社会科学学者的前沿性理论和
思想。著名人类学家马歇尔·萨
林斯对后现代主义、新自由主
义、文化与人性之关系的论述，
著名历史学家王国斌对中国社
会关系和政治转型的历史与比
较研究，“法律与发展”学派奠基
人戴维·M. 特鲁贝克关于法律
与发展理论的最新论述，著名人
类学家王斯福关于中国文明的
文化人类学解读，“WTO 之
父”、著名国际法学家约翰·H.
杰克逊关于 WTO 与中国关系
的分析等都堪称具有代表性的

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知识。然
而，通观整个演讲录，西方著名
学者所占的比例尚未达到一半。
相对“知识引进”的学术定位而
言，这不能不说是其缺憾所在。

知识转型
与“中国深度研究”

相比而言，《中国深度研究
高级讲坛讲演录》承载的则是推
进“中国深度研究”并推动这种
研究走向世界的学术使命。“中
国深度研究”或“重新发现中国”
是晚近以来邓正来所极力主张
的一个学术宣言。按照他在不同
场合的解释，之所以呼吁开展
“中国深度研究”，主要有如下理
由：第一，社会科学的文化依存
性决定了我们只能用“中国化的
成果促成国际化的影响”。这里
所预设的是：没有放之四海而皆
准的社会科学理论，只有与特定
时空的文化身份与政治认同相
联系的社会科学理论；换言之，
“中国社会科学”应当解读为“中
国的社会科学”，即社会科学的
中国特殊表现形态，而不是“社
会科学在中国”，即普遍性社会
科学在中国的存在状态。第二，

在古典传统、社会主义新传统和
部分西方传统共存的当下中国，
究竟是何种因素促进了近 30多
年的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
问题既是一个西方社会科学无
法回答的问题，也是中国社会科
学可能对世界学术作出贡献的
重要领域。
然而，任何理论创新都是既

有学术传统基础上产生的。因
此，要想对中国进行深度理论探
究，我们首先需要了解既有的中
国研究相关成果。《中国深度研
究高级讲坛讲演录》为我们提供
了这样一个展示既有中国研究
成果的平台。在该书中，王铭铭
的“三圈说”、许纪霖对中国政

治正当性论说的思想史梳理、沈
志华对中国冷战国际史研究的
考察、林尚立关于中国民主化问
题的建构、曹锦清关于中国研究
方法的论述、石之瑜对“天下”
与“亚洲”对当代中国研究之挑
战的揭示、马戎对当前中国民族
问题之症结和出路的分析等等
都为我们认识相关问题提供了
很好的借鉴或参照。

何谓“深度研究”，
何种“重新发现”？

在邓正来那里，知识引进运
动的“引进来”与基于中国深度
研究的“走出去”是统一的，其
统一性在于：对西方社会科学理
论的引进实是服务于中国深度
研究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他将“中国深度研究”、“重新发
现中国”视为促进中国社会科学
“知识转型”（走向世界）的关键
环节。然而，我们究竟该如何
“重新发现中国”？何种中国研
究堪称“深度”的中国研究？
邓正来强调指出：所谓的重

新发现中国之“重新”不是要否
定既有的一切中国研究，而毋宁
是主张我们要有新的时代担当、

问题意识和理论洞见，以进一步
发掘中国人所具有的“生存性智
慧”和思想资源；所谓的重新发
现中国之“发现”绝没有预设一
个具有某种实质规定性的、本质
主义的中国，而毋宁是将中国视
为一个有待我们去认识和建构
的伦理性文明体；所谓的重新发
现中国之“中国”亦不是排他性
地聚焦于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
具有卓越表现的当下中国，而毋
宁是具有深厚传统并置身于世
界结构中的历史性的中国。
按照我的理解，知识转型时

代的重新发现中国（或中国深度
研究）其实为中国社会科学提出
了如下规范性要求：一方面，中
国社会科学要具有文化政治担
当，即要自觉将文化认同作为中
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政治哲学承
诺。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加强对
当下中国问题的深度社会—历
史分析。因此，只有具有文化政
治担当（或政治哲学承诺）且回
应了当下中国问题的社会—历
史规定性的研究成果，才可以称
得上是建立在中国深度研究基
础上的社会科学成果，也只有这
种成果才能真正走向世界。

然而，究竟何种“重新发现”
堪称“深度研究”却是需要我们
的学术研究实践予以点滴回答
的。单就文化认同而言，至少有
如下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如
何在诉求文化认同的同时避免
民族主义（特别是复古主义的民
族主义）？如何在诉求文化认同
的同时回应转型中国日益凸显
的各种正当化压力（如贫富分
化、“社会溃败”等）？在古典传
统、社会主义新传统和部分西方
传统共存并拉锯互动的当下中
国，我们究竟该如何主张中国的
文化认同———换言之，在新的文
化认同的建构中，该如何处理上
述三种传统之间的关系？在具有
双层民族结构（即作为整体的中
华民族和官方认定的 56 个民
族）的中国，如何处理文化与政
治的关系（即如何处理文化的多
样化、文化认同的多层次性与国
家统一、政治整合之间的关系）？
我们究竟需要何种文化认同理
论以同时回应上述难题？等等。
显然，如果严格按照前述规

范性标准，《中国深度研究高级
讲坛讲演录》收录的很多文章
其实称不上“中国深度研究”。
因为它们或者缺乏文化政治担
当，只是有意无意地将中国视
为某种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一
个“范例”；或者径直将这种文
化政治担当转化为捍卫“中国
文化主位性”（牟宗三语）或既
存社会—政治秩序的学术尝
试；或者忽视了对当下中国问
题之社会—历史规定性的深入
考量等等。但不可否认的是，所
有这些文章都构成了我们重新
发现中国、进一步推进中国深
度研究的必要起点。

阴本报记者 李芸

契约“发现之旅”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曹树基与
石仓契约的相遇可以说是偶然中
的必然。2006年夏天，本在浙江南
部搜寻移民以及古建筑的曹树
基，偶然在松阳县一个名叫石仓
村的阙姓家族老屋里，发现了百
余件清代雍正至民国年间的“地
契文书”。
这一发现让曹树基既惊喜又

惊讶。因为还在大学读书时，曹树
基就曾捧读历史学家傅衣凌的著
作，如醉如痴。傅衣凌在抗日战争
期间的避难途中，有机会在闽北地
区一农家的煤油灯下，读到整整一
箱明清时期的土地契约。一代史学
大师，在乡间农舍的黑暗中，探索
一个已经逝去长久的时代，由此开
创出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新领域。
“傅衣凌的传奇性故事，曾令年青
时的我感慨万千。当然，那时我不
会想到，几十年后，居然还有参与
发掘此类文献之机缘。”
正是凭着常年在地方历史地

理研究领域的深厚积累和对微观
历史的研究关注，曹树基意识到
这些文书在还原村落历史生态、
重新构造国家历史记忆上的重大
意义。于是，他找来当地一个名叫
阙龙兴的小学校长，负责全力搜
寻石仓村目前所有留存的地契约
文书。最终，在这个村庄中，找到
了 8000余件契约文书。

石仓的契约文书是继徽州文
书后，首次发现的村落文书。徽州
文书于 20世纪 50年代在徽州屯
溪被发现，有“中国历史文化第五
大发现”的称号。但由于历史原
因，徽州文书分散于全国十多家
研究机构。而石仓的契约文书却
是在一个小小村落群及其周边，
有多达 8000件的契约，数百种其
他文书。地点集中且各种资料相
互匹配，这为研究工作带来很大
的便利。

曹树基认为，就目前的情况
看，石仓的土地契约可能是一个
集中的村落群中保存契约文书
最为齐备、数量最多、种类最多
且记载最为清晰的村庄。所谓
“齐备”，指的是契约的系统性，

往往一块土地的数次买卖契约
保存完整；所谓“数量多”和“种
类最多”，是因为至今为止，无论
是在发现大批林业契约的贵州
锦屏，还是在徽州，甚至在被称
为“中国研究实验室”的中国台
湾地区，都没有类似的记录；所
谓“记载清晰”，指的是全部契约
中，有相当一部分可以找到所标
识的田地或山场。

“疯狂”的编辑原则

契约搜寻完毕后，曹树基等
学者考虑的是要将这一庞大的资
源进行整理并予以出版。浙江大
学出版社欣然接受这一选题，并
计划在 2011年推出丛书“石仓契
约”三辑，每辑 8册，共 24册。
曹树基等以自然村为基本单

位，以姓氏或家庭为次级单位，以
时间为纲，分类编辑这些土地契
约。“石仓契约”责任编辑、浙江大
学出版社陈丽霞说：“这次‘石仓
契约’的出版我们希望要完整地
保留文书的原貌，让契约说话，采
用简单、直接、不虚华的包装方

式。我们将契约图版与录文同时
刊出。虽然这样工作量大，且成本
高；但是我们考虑到一方面没有
录文的图版影印，很难说是古籍
整理，另一方面，没有图版参照的
土地契约及其他民间文献，读者
又很难放心使用，文字的错识与
错录，最后可能导致意义的错讹
乃至颠倒，而这类错误几乎是不
可原谅的。”
“石仓契约”丛书将各个时期

的土地契约扫描件进行双色印
刷，抄录文字在标点后依原件格
式编排，以便于对照。曹树基等学
者不仅采用了图版与录文对照，
而且对原文中的异体字进行了统
一处理，并依原文本来样式，原文
繁体即繁体，原文简字即简体。并
对契约中难以理解的字词进行注
释，将契约中的人名、地名其他内
容，制成索引，便于读者利用。曹
树基说：“这在中国大陆的出版界
是比较罕见的，在中国台湾出版
界已经成为了主流，但中国台湾
的此类出版物较少，一个县往往
只出版一至两本，不像石仓，一个
村庄一次可以推出三辑 24册。他

们的工作量无法与我们比较。我
记得几年前，我将这一编辑原则
告知中山大学的一位教授时，他
说我疯了。”
说起这几年艰难的时光，曹

树基颇为感叹，但欣慰的是，终于
“石仓契约”按原计划推出了第一
辑。

普通民众的点滴记录

梁启超曾说：“二十四史非史
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的确，
我们很多的历史只是记载了帝王
将相改朝换代的过去，在这些正
史的宏大叙事中，只有重要历史
人物的活动场景，没有普通民众
的点滴记录。这种缺少普通民众
在场的历史，是苍白的、单调的。
要了解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就
要搜集民间文书，从买卖契约、账
本、家谱、书信、收据、分家文书等
资料中，去窥见民间的历史记忆，
复原活生生的、丰富多彩的民间
社会生活。
从松阳县的石仓，这样一个

小溪流域面积不足几平方公里的

小村庄里，收集了大约 8000件土
地契约及数百种民间文书，可以
说为勾勒中国古代农村社会形态
提供了最好的文献。这些与村民
生活有关的各类文书，包括分家
书、收租簿、置产册、流水账、各类
蒙书、商业文书、医生诊疗笔记、
科仪书等，能帮助人们进入石仓
村村民生活的世界。
曹树基认为石仓契约的发现

之旅以及大规模的出版，对于提
高民众关注文化遗产留存的素
质、唤醒现代公民的文化遗产保
护意识很有意义。
在出版方浙江大学出版社看

来，“石仓契约为大众和学界呈现
了相当珍贵的近代小流域体的社
会、经济、文化变迁的一手资料，
这是明清时期中国东南社会经济
发展与社会转型的一个典型案
例。而曹树基对文书的首创性释
读，又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窥测山
区社会变迁，了解中国古代社会
后期农村社会形态的活标本。契
约的发现、整理和出版，在很大程
度上可以说是填补了浙江省民间
文献搜集与整理的空白。”

重现记忆边缘的历史

契约文书是历史的见证，透过发黄的纸张、暗红的印章和勾画的凭证，过去某个朝代、某个时刻发生的事仿佛就在眼前重现：我们可以
看到经年累月的岁月，以及家族的发展与没落。

《中国地方珍稀文献石仓契
约》，曹树基、潘星辉、阙龙兴编，
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定价：
1200.00元

“契约文书”是一个相当
广泛的概念。它的最基础的
定义，即是与传统乡村商品
交易及经济生活有关的文献，
都可称为契约文书。通过契
约文书，我们可以直接面对商
品 交 易 及 经 济 生 活 的 主
体———农民与商人，从而了解
传统乡村经济运行的机制。
从这个意义上说，契约文书是
了解中国传统农村经济形态
的活标本。

知识链接

□纪家梅

陈香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
家、活动家，人们总是对她充满智
慧的人生经历以及在美国政坛的
光辉感叹不已，殊不知她也是一
位与张爱玲等同时代的优秀女作
家。她是一位自传体式作家，常常
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背景，创作
出了与其他女作家不同视角的优
秀文学作品，在文学史上留下了
独特的一笔。
庄文永的这部以研究陈香梅

人生与写作的论作，通过对陈香
梅的生命历程的分析，揭示了她
对女性的存在意义与存在价值的
独特理解以及文化思想倾向。陈
香梅总是将视点聚集在女性心理
上，发挥女性特色，关注女性价
值，情系民族情怀，并注入人文主

义关怀，但是陈香梅并不是一个
“女权主义者”，她甚至对男性是
崇拜的，她只是个善于描写传统
女性美德的作者，她的独特视角
引起笔者对现代女性存在价值与
意义的重新审视与思考。
《非凡女性》从六个章节来剖

析陈香梅的生命与写作：文学创
作与文化底蕴、中短篇小说的文
化内涵、长篇小说《谜》的文化主
题、《一千个春天》的人文光辉、散
文创作的中西文化视野、叙事特
色与文化语境。作者通过对陈香
梅生活的环境，包括时代背景、历
史背景和家庭背景的研究，系统
地分析她文学创作的风格，挖掘
出陈香梅的文学底蕴的形成，童
年及战争的颠沛流离生活对她性
格及思想的影响；然后通过陈香
梅作品的人物构造，再反过来探
讨陈香梅文学作品中虚构人物所
表达的真正思想，即她们是纯真
的，传统的，具有母性般的宽容与
爱的，却又在爱的道路上经历着
荆棘与挫折，或是悲剧或是隐忍。
陈香梅虽然注重女性个人感受，
但不同于女权主义者，她认为女
人的一生离不开爱，爱是女人用
其一生经营的事业。
陈香梅笔下的女主角大多是

像她一样善良柔美的，具有传统
智慧与传统美德。在传统意义上，
她们繁衍后代，相夫教子，遵守三
从四德。而陈香梅出生在上个世
纪动荡年代的大户人家，受过良
好的教育，已经与传统中国女子
相去甚远，但是她依旧保有中国
女子的柔美与贤惠，这不仅是受
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也与女人
的天性息息相关，更离不开自身
良好的教育和优雅母亲对她的耳
濡目染。
陈香梅的父亲认为“不孝有

三，无嗣为大”，所以受到父亲的冷
落；母亲社交频繁，也没有什么时
间陪她，从小就缺少父爱与母爱
的她更是敏感细腻，却增加了对
文学作品的热爱，这也加深了她
的文化底蕴，丰富了自身的文化
内涵，为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坚
实的基础。

陈香梅曾是中央通讯社第一
位女记者，后嫁给美国“飞虎队长”

陈纳德，二战后一直在美国政坛活
跃。如此坚强有个性的女性却不失
温柔与贤惠，这与她所接受的中西
方文化不无关系。中国文化中，女
子无才便是德，上得厅堂，下得厨
房就是好女子好媳妇，男尊女卑，
女性地位低下，慢慢失去主见，变
得柔弱；但是西方文化中男女相对
平等，女性独立有主见。中西文化
的碰撞，使她的感性中又有不失理
性的一面，特别是在陈纳德将军过
世以后，她的努力，她的打拼都超
越了所有中国传统的温婉女子。
纵观社会历史，文明造就了

现代人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现代
社会女性地位的慢慢提高，正如马
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一书中
指出的：“既然人天生是社会的生
物，那他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挥
自己真正的天性，而对于他的天性

的力量的判断……应以整个社会
的力量为准绳。”女性同样是社会
的人，她们的人生价值同样要在社
会发展的实践中实现，更多人把
焦点放在了男女平等上。时代的
进步，思想的解放，西方文化的渗
入，使得现在的社会变得多元化，
女性不再是单一的性格，她们活
泼可爱、温柔大方、野蛮霸道、雷
厉风行，也不再单一地扮演家庭
主妇的角色，她们活跃在一线与
男性享有同样的权利，甚至有才
能的女性更加受到重视。古人所
讲的“修身齐家”，有好的教养才
能治理好家政，女性与男性同样
有义务“修身”与“齐家”，但是女
性与男性的区别就在于女性是温
柔的具有母爱与包容的，女性在
社会存在的价值更多的是产出爱
与宽容，而不是一味强调女权主
义。这也正是陈香梅创作中与其
他同时代作家不同的地方。
此书向我们展示了一位优秀

杰出的中国女性，以及她对女性
价值的观点，古圣先贤说阴阳有
别、相辅相成；柔能克刚，刚柔相
济。只要摆正这正确的两性关系，
才能营造和谐的婚姻氛围和良好
的社会环境。女性的存在价值与
意义也在于此。

读陈香梅袁透视现代女性

《非凡女性》，庄文永著，2010
年 5 月花城出版社出版，定价：
30.00元。

“知识转型”时代的学术使命

《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
讲演录》，邓正来主编，商务印
书馆 2010年 10月出版，定价：
24.00元

《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
讲演录》，邓正来主编，商务印
书馆 2010年 5 月出版，定价：
25.00元

经过知识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就有可能从西方社会科学的“前反思性”的“消费者”转
变为世界社会科学理论的“生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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